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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AI时尚：AI符号化与领导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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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导谈论和支持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员工

与人工智能技术互动的影响,忽视了领导角色在此背景下的关键作用。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本研究揭示了领导的人工智能符号化对领导效能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一个情境实验和

一项多时段问卷数据结果显示：领导的人工智能符号化通过增加员工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

知提升领导效能；当员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任务互依性较高时,以上效应会增强。本研究补充

了人工智能符号化与领导效能的相关文献,为新技术背景下的领导方式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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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指能够智能地行动、响应或表现的计算代理。无论

是自动化生产流程还是智能认知决策，AI技术都在深度参与并颠覆传统的工作方式（谢洪明

等，2019）。随着AI技术的持续进步与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正致力于通过数

智化转型来增强竞争力，涉足AI技术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Bankins和Formosa，
2023）。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个组织或其成员不积极地采用或讨论这一技术，可能会被认为

与时代脱节，显得过时和落伍。在此背景下，领导者越来越倾向于展示他们对AI技术的关注和

投入。例如，亚马逊创始人Jeff Bezos曾公开表达对AI技术的支持，并将其视为推动组织发展的

关键要素（Bishop，2023）。这种通过行动或象征性符号向他人展示自己对AI技术的接受和支持

的方式可以被归纳为领导的AI符号化（AI symbolization）（He等，2023），具体表现为积极参与

和表达与AI技术相关的内容，或展示反映其喜爱AI技术的物品。领导者赶上潮流开始谈论和

支持AI，可能会在组织内部产生一种积极效应，促使员工更加认可领导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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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种新兴技术，AI的复杂性使得许多领导对其缺乏深入了解（Murray等，2021）。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对AI技术的接受和支持可能并未融入工作场所的实际需求，而只是出于

跟风或追求时髦的心态。此时，领导的AI符号化可能会被员工视为不恰当的信息传递

（Cheshin，2020），无法有效提升他们对领导的积极态度。对于在工作中较少接触AI技术的员工

而言，领导者展示对AI技术的支持和接受，可能难以引起他们足够的关注和恰当的认知加工；

相比之下，已具备一定AI技术使用经验和知识基础的员工，更容易理解领导者的AI符号化，并

将其与积极的领导变化意识联系起来。同样，对于领导者而言，尽管他们会在AI情境下调整领

导方式，但对于这些调整能否有效提升领导效能依然存在疑虑（Accenture，2024）。因此，领导

者的AI符号化是否能够带来积极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境下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仍是一个亟待

探讨的问题。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 theory）（Salancik和Pfeffer，1978），本研

究认为，领导的AI符号化作为一种社会信息，传递了领导在情感和认知层面对变化的接纳与

准备程度。员工作为信息的接收者，通过认知加工过程解读领导AI符号化背后的含义，从而形

成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Rafferty等，2013）。作为衡量领导效能的重要指标（Grant，2012），
员工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将进一步提升其对领导效能的评价。此外，员工对社会信息认知

加工的注意力和解释力受到其信息处理动机和能力的影响。当信息与员工高度相关且员工具

备处理能力时，他们会更积极地关注并解释这些信息（Zalesny和Ford，1990）。据此，本研究引

入AI技术与员工的任务互依性概念（Van der Vegt等，2001），指出在员工与AI技术互依性较高

的情况下，领导的AI符号化更能引起员工的注意与认知处理，进而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效应。本

研究的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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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研究的模型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首先，现有组织领域AI技术应用研究主要关注员工与AI技术的

直接交互，探讨其对员工适应性和工作任务的影响（如Bankins和Formosa，2023；Tang等，

2023）。仅有的关注领导角色的研究也仅探讨了领导对AI技术的支持如何影响员工面向自我

的认知和行为（He等，2023，2024）。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领导AI符号化对员工面向

领导的认知及其对领导效能评价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其次，本研究探

讨了领导的变化准备度对领导效能的影响，弥补了现有文献仅聚焦于员工变化准备度的局限

（如Rafferty和Minbashian，2019）。最后，传统领导效能研究主要关注领导者的特质、能力和风

格等稳态特征的作用（如Silverthorne，2001），本研究通过强调领导对外展现的象征性、信号性

元素在AI技术应用情境中对领导效能的积极作用，补充了领导效能的研究框架。 

二、  理论与假设

（一）领导AI符号化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视角

符号化（symbolization）是个体通过参与实体活动或展示非实体象征物来传递个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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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它强调个体的对外表达，不仅包含具体行为层面的内容，还涉及象征性展示层面的内容。

工作场所中关于符号化的讨论最初集中于个体的道德身份符号化，即个体通过参与道德活动

或展示道德物品（如包含道德教诲的装饰物）向他人传达自身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Wang等，2022）。随着AI技术潜力的日益显现，个体的符号化现象正在从道德领域转向技术领

域，工作场所中与AI相关的符号化现象开始频繁出现（Bishop，2023）。例如，领导者越来越多地

在工作中讨论和展示AI领域的新闻和书籍。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领导者的AI符号化，即领导

者通过实施与AI相关的行为或展示反映其喜爱AI的物品，来表达对AI的接受与支持（He等，

2023）。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员工会对工作情境中的社会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和处理，并据此调

整其态度和行为，以更好地适应环境（Salancik和Pfeffer，1978）。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对领导的

态度和评价行为成为他们适应工作环境的关键维度之一。例如，员工会基于领导传递的信息形

成对自我价值和团队氛围的认知与态度（如Zheng等，2022）。由此可见，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

员工解读领导的AI符号化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解析领导AI符号化所传递的社会信息，

员工能够感知到领导对变化的准备度及相应的能力，从而形成对领导的态度与效能评价。

（二）领导AI符号化与员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和领导效能评价

领导的变化准备度（readiness to change）指领导在情感和认知上准备接受和拥抱变化的程

度（Holt等，2007）。领导的AI符号化为员工解读领导和情境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基础

（Salancik和Pfeffer，1978；Yam等，2018）。AI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组织在运营、管理和决策等方

面的变化，同时，组织需求的变化也为AI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Mikalef和
Gupta，2021）。本研究认为，领导向外展示对AI技术的喜爱和支持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变化的情

感信息，还反映了他们对变化的认知信息。

首先，员工可以通过认知处理领导传递的情感信息，来评估领导在特质、倾向和能力等方

面的表现（Van Kleef和Côté，2022）。领导的AI符号化传达了领导对AI的积极情感（He等，

2023）。当员工观察到领导的AI符号化时，这种积极的情感基调会引发他们的认知加工，使其

意识到领导对AI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Luo等，2022）。基于这种积极预期，员工会进一步评估

领导对变化的准备程度，并将这种积极情感视为感知领导变化准备度的重要输入。由此可见，

领导的AI符号化不仅是对技术支持的表态，更传达了一种准备好应对变化的乐观态度，从而

提高员工对领导变化准备程度的感知（Rafferty等，2013）。
另外，员工也可以通过领导的AI符号化推断他们对变化的认知信念（Holt等，2007）。员工

评估领导是否已做好变化准备的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展现出对变化必要性的认识（Morin等，

2016）。领导的AI符号化表明了领导对AI技术的关注，体现了其对新技术的前瞻性思考和对变

化的敏锐感知，促使员工推断该领导重视变化的必要性。此外，领导是否具备推动和实施变化

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也是员工评估其变化认知信念的重要因素（Armenakis等，2007）。领导的

AI符号化传递了领导对于AI技术的偏好（He等，2023），这种偏好源于他们对新技术潜在价值

的理性判断，即认为AI技术的应用可以带来积极的变化（Prentice等，2020）。领导通过AI符号化

支持AI技术的组织应用，不仅有利于提升组织的运营效率，更向员工传达了他们具备识别和

适应变化的能力。基于以上推断，本研究提出：

假设1：领导AI符号化正向影响员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

领导效能（leadership effectiveness）是领导者展现出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激发、引

导和影响员工，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愿景（Galvin等，2024）。有效的领导可以增加员工对领

导的信任、积极的追随行为和工作投入。员工对领导效能的评价反映了他们基于对领导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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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出的态度调整和行为反应。变化准备度体现了领导对未来发展的愿景和变化适应能力

（Worley和Lawler，2009）。结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alancik和Pfeffer，1978），本研究认为，领导

AI符号化会通过增加员工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而影响员工对领导效能的评价。

AI技术的应用会对员工的工作方式和角色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AI系统的复杂数据处

理能力代替机械性的工作，使员工转向更需要人类判断和创造力的任务（Tang等，2023）。这些

变化不仅要求员工不断更新技能以保持竞争力，也要求领导者具备更强的变化意识和应对变

化的能力，以引导员工适应并应对这些变化。由此可见，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已成为评价领导

效能的重要因素（Grant，2012）。当领导通过AI符号化向员工展示其变化准备度时，员工会认为

该领导具有较强的领导力，从而提高对该领导的效能评价。另外，变化通常是未来导向的

（Worley和Lawler，2009；Rafferty等，2013）。当领导积极支持AI技术并以此展示变化准备度时，

员工会感知到领导的前瞻性视野和对组织长远发展的重视。这表明领导不仅关注组织的短期

收益，更着眼于组织的持续发展和未来竞争优势，这种未来导向思维可以赢得员工对领导效能

的高评价（Zhang等，2014）。基于以上推断，本研究提出：

假设2：领导AI符号化通过影响员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间接提高员工的领导效能

评价。

（三）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强调，个体对社会信息的注意力和解读深度受到信息与自身相关性以

及信息处理能力的影响（Zalesny和Ford，1990）。具体而言，个体倾向于关注并深入处理与自身

密切相关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直接关系到其安全、利益和福祉（Northoff，2016）。同时，当个体

具备处理这些信息所需的技能或资源（如先验知识和经验）时，他们也会更深入地解读这些信

息（Zalesny和Ford，1990）。这一认知加工过程塑造了个体对外界环境持久且稳定的态度，并能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行为模式。相反，对于与个体相关性较低或超出其处理能力的信息，个体

可能难以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可能选择性忽视，因此这些信息较难引发进一步的信息加工过

程。任务互依性（task interdependence）指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程度（Van
der Vegt等，2001）。虽然传统研究通常讨论团队成员之间的任务互依性（如胡琼晶等，2021），但
是在AI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任务互依性不仅存在于人际层面，还扩展到人与AI技术层面。这

意味着员工在开展工作时，需要与AI技术进行协作。例如，在一项任务中，AI负责先验步骤，员

工则基于AI的输出结果完成后续操作（Jia等，2024）。作为一个结构特征，任务互依性被视为组

织活动中的关键情境变量，不仅决定了员工在工作中需要注意哪些信息（Courtright等，2015），
也影响着不同情境下员工的认知处理能力。

AI技术与员工的高任务互依性意味着AI技术对员工工作的高重要程度以及员工对该技

术的高依赖程度（Van der Vegt等，2001）。当任务互依性高时，与AI技术相关的任何信息都可能

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结果。例如，当AI技术出现故障时，员工的工作可能会停滞。在这种情况

下，领导者的AI符号化所传递的与AI相关的信息，对员工而言具有更高的个人相关性。这种高

相关性会驱使员工高度关注和重视与AI技术相关的社会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度解释和

加工（Schelle和Sui，2022）。另外，这类员工更有可能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解读与AI相关的

信息。因此，他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AI技术所代表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更

容易将领导的AI符号化信息与其变化准备度相联系，并对领导效能形成积极的评价。

当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较低时，AI技术并非员工工作中的主要协作对象，员工对

AI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Van der Vegt等，2001）。在此情境下，员工通常缺乏足够的认知加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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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去深入理解领导的AI符号化及其背后所传递的社会信息（Northoff，2016），因此难以从中判

断领导的个人价值观与能力。此外，这类员工可能不具备足够的AI技术知识，难以从自身的知

识经验中建立起领导AI符号化与潜在变化之间的关联（Raveendran等，2020），从而削弱了他们

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并降低了他们对领导效能的评价。基于以上推断，本研究提出：

假设3：领导AI符号化通过员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对领导效能评价的影响受到AI与
员工任务互依性的影响。当AI与员工任务互依性高时，上述间接效应更强。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1：情境实验

研究1旨在探讨领导AI符号化与领导效能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为此，本研究参考He等
（2023）关于领导AI符号化的操纵方法来设计情景阅读材料。整个研究过程已获得作者所在单

位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RUC-SLHR20230007）。
1. 研究对象与实验过程

研究1的参与者主要是来自湖南省、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六家医院的医生。数据收

集通过线上情境实验进行，研究团队向各医院的负责人发送实验链接，随后由负责人转发至目

标参与者。所有参与此项研究的医生均具有使用AI技术的工作经验，包括运用AI技术辅助冠

脉分析（如分析血管狭窄度）、脑灌注CTP分析（如计算核心梗死区）和头颈CTA分析（如判别动

脉瘤）等。在参与实验前，所有参与者均已知晓本研究遵循的法律与伦理准则。研究团队向参与

者承诺对其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并确保所有调研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目的。

在实验开始前，参与者报告了他们对AI技术的态度以及一系列人口统计变量。随后，他们

被随机分配到两种不同的实验情境中（领导AI符号化组VS.控制组），每种情境都包含领导的

办公室和会议讨论两种符号化场景。在领导AI符号化组（控制组）中，领导在其办公室的书架

上摆放了有关AI技术（传统技术）的书籍和物品，并在会议讨论中强调其对AI技术（传统技术）

的支持，鼓励团队成员在工作中采用AI技术（传统技术）。参与者被要求仔细阅读实验材料，并

根据阅读内容报告他们的真实反应。最终，本研究获得178份有效样本（27份未通过注意力检测

的样本被剔除）。其中，87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领导AI符号化的条件中，91名参与者被分配

到控制组。所有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0.66岁（SD=7.25）；男性81人，女性97人；本科及以上学历

158人（88.76%）。

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国外较为成熟的量表以保证测量的有效性，并通过“翻译—回译”程序确保其

在中文语义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除特殊说明外，问卷中的题项均采用“同意程度”评价标准，

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操纵检验工具：领导AI符号化的操纵检验采用He等（2023）开发的六题项量表。参与者需

要根据阅读材料评估领导实施AI符号化的程度。举例题项包括“该领导会与成员讨论与AI相
关的话题”和“该领导会告知团队成员与AI相关的社群联系信息”。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领导的变化准备度：参考Rafferty和Minbashian（2019）开发的五题项量表测量员工对领导

变化准备度的感知。举例题项包括“该领导已经准备好面对工作中的变化了”和“该领导期待看

到工作中的变化”。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
领导效能：采用Madera和Smith（2009）开发的七题项量表。举例题项包括“我觉得他/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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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目前的职位”和“他/她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控制变量：鉴于员工对技术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AI符号化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对领导

的认知判断（Trautwein等，2021），本研究借鉴Edison和Geissler（2003）的技术友好程度量表中

的三个题项来控制该变量的潜在影响。举例题项包括“技术是我的朋友”。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另外，本研究还控制了被试的年龄、性别和教育背景。

3. 研究结果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AI符号化组与控制组的参与者在对AI技术的态度、年龄、性别

和教育背景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AI符号化组的参与者报告的领导AI符号化（M=5.50，
SD=0.97）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参与者所报告的水平（M=2.71，SD=1.17，t(172.50)=17.39，
p<0.001，Cohen’s d=2.79），该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对领导AI符号化的操纵效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由表1可知，领导的AI符号化与员

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r=0.54，p<0.01）和领导效能（r=0.62，p<0.01）显著正相关。从表2可
以看出，相较于其他模型，三因子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χ2=330.76，df=129，CFI=0.96，
TLI=0.95，RMSEA=0.09），显示出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此外，Harman单因素检

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48.31%，本研究数据的同源方差问题不严重（Podsakoff
等，2003）。
 
 

表 1    变量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研究1）
　 1 2 3 4 5 6 7

1.员工年龄
2.员工学历 −0.23**

3.员工性别 −0.34** 0.07
4.员工的技术态度 0.09 0.02 −0.08
5.领导AI符号化 −0.02 −0.02 −0.05 0.26**

6.领导变化准备度 0.02 0.08 −0.10 0.24** 0.54**

7.领导效能 0.11 −0.04 −0.17* 0.31** 0.62** 0.56**

均值 30.66 3.17 1.54 4.77 4.07 4.28 4.57
标准差 7.25 0.63 0.50 1.04 1.76 1.42 0.94

　　注：N=178；**p<0.01，*p<0.05。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研究1）
模型 χ2 df χ2/ df CFI TLI SRMR RMSEA ∆χ2 ∆df p

三因子（AIS，RC，LE） 330.76 129 2.56 0.96 0.95 0.04 0.09 − − −
二因子（AIS+RC，LE） 1 212.87 131 9.26 0.79 0.75 0.15 0.22 882.11 2 <0.001
二因子（AIS，RC+LE） 1 174.80 131 8.97 0.79 0.76 0.15 0.21 844.04 2 <0.001
二因子（AIS+LE，RC） 1 303.27 131 9.95 0.77 0.73 0.12 0.22 972.51 2 <0.001
单因子（AIS+RC+LE） 2 100.444 132 15.91 0.61 0.55 0.15 0.29 1 769.68 3 <0.001

　　注：AIS表示领导AI符号化， RC表示领导变化准备度，LE表示领导效能。
 

通过对比包含与不包含控制变量的结果，我们发现假设检验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此处汇

报的是包含控制变量的结果。表3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员工对技术的态度、年龄、学历

和性别后，领导的AI符号化显著正向影响员工感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B=1.48，SE=0.19，
p<0.001），假设1成立。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即假设2），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法。5 000次重

复抽样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员工对技术的态度、年龄、学历和性别后，领导的AI符号化通过员

工感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对领导效能产生的间接效应值为0.33，标准误为0.12，95%置信区间

为0.136到0.610，不包含0，间接效应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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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研究1）
领导变化准备度 领导效能

B SE B SE B SE B SE
截距 2.67* 1.04 2.88** 0.89 3.66*** 0.67 3.15*** 0.55

控制变量
员工年龄 −0.00 0.02 0.00 0.01 0.00 0.01 0.01 0.01
员工学历 0.18 0.17 0.15 0.15 −0.04 0.11 −0.10 0.09
员工性别 −0.26 0.22 −0.23 0.19 −0.24 0.14 −0.17 0.12

员工的技术态度 0.31** 0.10 0.11 0.09 0.27*** 0.07 0.12* 0.06
自变量

领导AI符号化（实验组=1，控制组=0） 1.48*** 0.19 0.63*** 0.13
中介变量

领导变化准备度 0.22*** 0.05
R2 0.07 0.32 0.12 0.44
ΔR2 0.25*** 0.32***

　　注：N=178；***p<0.001，**p<0.01，*p<0.05。
 

4. 结果讨论

研究1初步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领导的AI符号化会通过影响员工对该领导变化准备

度的感知提高员工的领导效能评价。尽管如此，该研究同源数据的测量方式可能限制研究结论

的内部效度。同时，仅限于医生样本的实验结果可能会限制本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此外，该研究

仍未验证在此过程中其他变量（特别是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为

了应对这些限制，我们设计了一项三阶段的问卷调研，以期通过不同时点的测量减少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同时，在这项问卷调研中，我们检验了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可能产生的调节

效应。

（二）研究2：三阶段问卷调研

研究2的目的是进一步验证领导AI符号化影响领导有效性的黑箱机制，以及揭示在此过

程中的边界条件，即检验假设1至假设3。为此，本研究采用了多时点调查法，分别在三个不同的

时点收集员工报告的数据，每个调查时点间隔为一周（Tang等，2023）。
1. 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本研究通过见数平台招募研究对象，并采用二次抽样法确定最终的参与者。在确保参与者

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后，每名参与者被要求提供其工作岗位以及在工作中使用的AI技术或程

序名称，并详细描述该技术在其工作中的应用。随后，参与者填写第一阶段问卷，并获得3元报

酬。此阶段共获得499份通过注意力筛查的数据。为提高被试质量并确保领导AI符号化作为社

会信息在被试工作情境中的有效性，我们采取了进一步的验证措施，选取了那些其工作涉及

AI技术使用的参与者。验证措施包括排除未提供完整信息或描述模糊的数据样本，验证参与

者所填写的技术或程序名称属于AI技术范畴，以及核实其描述的工作内容与AI技术的应用匹

配性。最终，本研究邀请了386名参与者进行第二阶段调研。

为激励参与者积极完成问卷填写，我们在第二、三阶段调研中引入了抽奖机制，每阶段平

均报酬为3.46元，完成全部问卷的参与者有机会获得50元的额外奖励。第二阶段的调研共获得

284份有效数据，问卷的回收率为73.58%。第三阶段的调研共获得220份有效的三阶段配对问

卷，回收率为77.46%。ANOVA结果显示，不同阶段的变量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的

样本无显著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在最终的样本中，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0.63岁（SD=6.96），女性

员工占59.28%，女性领导占35.29%。职业分布方面，从事市场营销及运营创作相关岗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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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运营专员和视觉内容创作者）的员工占29.86%，技术相关岗位（例如数据工程师和系统架

构师）占25.34%，行政管理岗位（例如人事专员和行政助理）占17.29%。

2. 测量工具

领导AI符号化、领导变化准备度和领导效能的测量沿用研究1的量表。其中，领导AI符号

化在时点1测量，要求参与者回答其直接领导实施AI符号化的频率（1代表几乎不发生，7代表

总是发生），Cronbach’s α系数为0.87；领导变化准备度在时点2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75；
领导效能在时点3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77。

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时点1）：参考Van der Vegt等（2001）开发的五题项量表，参与

者评估工作中与AI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举例题项包括“我依赖人工智能来完成我的工

作”和“我必须与人工智能密切合作才能正确完成我的工作”。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2。

控制变量：与研究1类似，本研究控制了员工对技术的态度（“技术是我的朋友”）、年龄以及

学历。另外，考虑到领导与员工的性别组合对员工认知的影响（李树文等，2020），本研究还控制

了领导和员工性别。

3. 研究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由表4可知，领导的AI符号化与员

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r=0.52，p<0.01）和领导效能（r=0.50，p<0.01）显著正相关。在假设检

验前，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变量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从表5可知，相较于其他模型，

四因子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χ2=368.69，df=222，CFI=0.91，TLI=0.90，RMSEA=0.06），本研究

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此外，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26.01%，本研究数据的同源方差问题不严重。
 
 

表 4    变量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研究2）
　 1 2 3 4 5 6 7 8 9

1.员工的技术态度
2.员工年龄 0.06
3.员工学历 −0.01 −0.06
4.员工性别 −0.17* −0.09 0.08
5.领导性别 −0.01 −0.05 0.04 0.50**

6.领导AI符号化 0.28** 0.27** −0.00 −0.02 −0.01
7.AI与员工的任务互依性 0.26** 0.17* −0.06 0.01 0.00 0.50**

8.领导变化准备度 0.18** 0.25** −0.05 −0.16* −0.21** 0.52** 0.26**

9.领导效能 0.32** 0.19** 0.05 −0.02 −0.06 0.50** 0.35** 0.50**

均值 5.97 30.63 3.11 1.60 1.35 5.06 5.50 5.79 5.90
标准差 0.84 6.96 0.50 0.49 0.48 0.95 0.81 0.67 0.60

　　　　注：N=220；**p<0.01，*p<0.05。
 

 
 

表 5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研究2）
模型 χ2 df χ2/ df CFI TLI SRMR RMSEA ∆χ2 ∆df p

四因子（AIS，INT，RC，LE） 368.69 222 1.66 0.91 0.90 0.06 0.06 − − −
三因子（AIS+RC，INT，LE） 480.31 225 2.14 0.85 0.83 0.07 0.07 111.62 3 <0.001
三因子（AIS+LE，INT，RC） 519.41 225 2.31 0.83 0.81 0.08 0.08 150.72 3 <0.001
三因子（AIS，INT，RC+LE） 463.84 225 2.06 0.86 0.84 0.07 0.07 95.15 3 <0.001
二因子（AIS，INT+RC+LE） 636.75 227 2.81 0.76 0.73 0.08 0.09 268.06 5 <0.001
单因子（AIS+INT+RC+LE） 723.09 228 3.17 0.71 0.68 0.09 0.10 354.41 6 <0.001

　　注：INT表示AI与员工的任务互依性，AIS、RC和LE的含义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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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模型中是否包含控制变量对假设检验的显著性没有影响，此处汇报的是包含控制

变量的结果。从表6线性回归的结果可知，在控制员工的技术态度、年龄、学历以及上下级性别

后，领导的AI符号化与员工感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B=0.34，SE=0.04，p<0.001）呈正向关系，假

设1成立。5 000次bootstrap重复抽样的结果表明，员工感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在领导AI符号化

与领导效能间起中介作用（效应值=0.10，95%置信区间为0.028到0.198），假设2成立。

假设3指出，AI技术与员工的任务互

依性调节领导AI符号化通过领导变化准

备度对领导效能的间接效应。从表6可知，

领导AI符号化和AI技术与员工的任务互

依性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交互作用显著（ΔB=
0.14，p<0.05）。简单斜率测试表明（见图2），
当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高时，领导

AI符号化与员工感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

的正向关系更强（效应值=0.45，SE=0.07，
p<0.001）。当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低

时，领导AI符号化与员工感知的领导变化

准备度的正向关系更弱（效应值=0.31，SE=0.05，p<0.001）。另外，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

当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高时，领导AI符号化通过领导变化准备度对领导效能的影响效应

值为0.13（SE=0.05），当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低时，领导AI符号化通过领导变化准备度对

领导效能的影响效应值为0.09（SE=0.04），两种情况的效应差异显著（效应值差异=0.03，
SE=0.02，95%置信区间为[0.006，0.067]），假设3得到支持。

 

4

5

6

7

低领导AI符号化 高领导AI符号化

领
导
变
化
准
备
度

低员工与AI任务互依性
高员工与AI任务互依性

t=6.81，p<0.001

t=5.96，p<0.001

 
图 2    员工与AI技术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表 6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研究2）
领导变化准备度 领导效能

B SE B SE B SE B SE
截距 4.19*** 0.44 3.86*** 0.49 2.90*** 0.45 1.79*** 0.49

控制变量
员工的技术态度 0.03 0.05 0.02 0.05 0.14** 0.04 0.13** 0.04

员工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员工学历 −0.05 0.08 −0.04 0.08 0.08 0.07 0.09 0.07
员工性别 −0.06 0.09 −0.04 0.09 0.08 0.08 0.09 0.08
领导性别 −0.25** 0.09 −0.25** 0.09 −0.10 0.08 −0.03 0.08
自变量

领导AI符号化 0.34*** 0.04 0.38*** 0.05 0.24*** 0.05 0.13** 0.05
调节变量

AI与员工的任务互依性 0.02 0.06 0.09 0.05 0.09 0.05
中介变量

领导变化准备度 0.29*** 0.06
交互项

AI符号化×AI与员工的任务互依性 0.09* 0.04 0.03 0.04 0.00 0.03
R2 0.33 0.35 0.31 0.38
ΔR2 0.02** 0.07***

　　注：N=220；***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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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讨论

研究2通过三阶段问卷的方法复制了研究1的结果，进一步增强了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此

外，研究2有效解决了研究1存在的问题：其一，多时点的研究设计降低了单一时点收集数据的

潜在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二，来自多行业多岗位的参与者样本不

仅扩展了本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也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其三，研究2证实了员工与

AI的任务互依性在领导AI符号化影响领导效能评价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表明本研究提出的假

设均得到了验证，进一步支持了领导AI符号化对员工认知与态度影响的理论框架。 

四、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AI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广泛应用不仅重塑了员工的工作方

式，也对领导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Cheng和Zeng，2023）。领导的行为表达不仅影响员

工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也对组织的领导力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新技术背景下，领导如

何通过自己的表达影响员工，从而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引入“领导AI符号化”这一概念，揭示了领导展示自己的AI观对新时代

领导力建设产生的影响，为组织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探讨了领导AI符号化对员工感知领导变化准备度和领导

效能的影响。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领导的AI符号化会提高员工的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进而

提升员工对领导效能的评价。此外，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在领导AI符号化通过员工的

领导变化准备度感知影响领导效能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当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高

时，领导AI符号化对领导效能的间接效应更强，反之更弱。

（二）理论意义

首先，现有关于AI技术在工作场所应用的文献主要探究了员工与技术交互产生的直接影

响，而本研究将关注点转移到了第三方——领导身上（Tsai等，2022），探讨了领导的AI符号化

对员工和组织产生的影响。的确，从交互的角度来看，员工是AI技术的直接使用者和受其影响

的个体。据此，现有研究已探讨员工与AI技术的交互对他们的工作意义感（Bankins和Formosa，
2023）、工作绩效和同事帮助行为（Tang等，2023）等的影响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工作场所

的关键部分，领导在新技术背景下的作用至关重要。例如，领导对AI技术的消极（积极）态度可

能引发员工对组织数智化转型的抵制（支持）。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领导在新技术情境中发

挥的作用，仅有的研究也只关注了领导与AI相关的行为对员工自我认知和行为的影响（He等，

2023，2024），而忽视了更高层面对领导效能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研究局限，本研究探讨了领

导展示自己对AI技术的接纳和支持（即领导AI符号化）对员工面向领导的认知和领导效能的

影响效应，为理解领导在AI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次，本研究探究了领导变化准备度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效应，丰富了变化准备度相

关文献。尽管大量研究指出变化准备度体现在个人、团队和组织等多个层面（刘军等，2021），但
在个人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员工的变化准备度如何影响员工自己的行为，如变化支持行为

（Rafferty和Minbashian，2019），而较少关注领导的变化准备度及其作用。本研究指出，员工会

通过领导AI符号化传递的信息识别出领导的变化准备度，并进一步改变对该领导效能的评

价。通过揭示领导变化准备度对员工的态度和评价行为产生的“涟漪效应”， 本研究丰富了相

关文献。

再者，本研究基于AI情境发现，领导对外展示自己对AI的支持和接纳可以有效提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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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从而补充了领导力的研究框架。传统领导力研究主要关注领导者的特质（Silverthorne，
2001）、领导风格以及具体行为（Van Knippenberg和Van Knippenberg，2005）等稳态特征对领导

效能的影响。本研究强调了领导对外展现的象征性、信号性元素在特定情境中对领导效能的积

极作用，表明领导效能的提升不仅依赖于领导的实质性能力和行为，象征性的表达同样具有不

可忽视的价值。具体来说，领导对AI技术的支持和接纳不仅传递了对新技术的积极态度，还通

过社会信息加工机制影响员工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进而提升领导效能。本研究通过将领

导的象征性展示纳入领导效能分析框架，为领导效能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不同于现有研究聚焦于探讨个人特征（如依恋焦虑和经验开放性等）（Tang等，

2022，2023）在AI技术互动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引入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这一概念，揭

示了人类与非人类实体之间的工作结构特征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

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较高的情境中，领导对AI技术的支持会产生更显著的积极效应，而

在AI技术与员工任务互依性较低的情境中，积极效应更弱。这说明，在员工、AI技术和领导的

三方交互中，客观的工作结构特征对领导行为产生的效应存在明显影响，这一观点为深入理解

组织中AI技术与员工交互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参考。

（三）管理启示

正如McKinsey & Company（2023）的报告所指出的，面对新技术的冲击，领导者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具变化意识，从而激发员工对领导效能的主动认

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领导的AI技术支持性展示可以引导员工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进

而提高领导效能。并且，这种积极效应在员工依赖AI技术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更显著。一方

面，这启示领导者应紧跟时代潮流，在与员工的互动中展现自己对AI技术的兴趣、参与和支

持。另一方面，该结果也启示领导在实施AI符号化时，不应盲目跟风，而应充分考虑所处的情

境，掌握工作场景中AI技术与员工的任务互依程度，并调整自己的展示策略。在互依性较高的

情境下，领导可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AI技术支持性活动，如资源调配和技术支持等。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也为组织管理提供了启示。首先，组织应鼓励领导参与与AI技术相关

的活动，如研讨会、工作坊或行业会议等，这有助于提升领导与该领域相关的认知水平。其次，

组织可以组织专门的培训和教育活动，直接向领导传授AI技术相关知识，加深他们对这一领

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从而更好地实施AI符号化。最后，组织应建立相应的工作结构特征评价

机制，以评估组织中AI技术与员工的任务互依程度，并将这些信息与领导共享，为其决策提供

有力的参考。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探究了领导AI符号化对员工感知领导变化准备度和评价领导效能的影响，

但忽视了不同类型的AI符号化可能引发的差异化反应。符号化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领导采

用不同的“符号”来展示其对AI技术的支持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东方文化

中，领导的行动符号比语言符号更具有说服力（Wang等，2023）。与语言符号（如口头表达对

AI技术的喜爱）相比，领导通过行动符号（如参与与AI技术相关的论坛）所传递的信息可能更

直接、真实和有效，能够引发员工更强烈的反应。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进一步

探究不同类型的领导AI符号化传递的信息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员工的影响。

其次，尽管我们采用了多时点的数据收集方法来缓解共同方法偏差，但本研究的变量都是

由员工报告的，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本研究探究的是领导

AI符号化对领导效能的影响，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使用更客观的效能评价指标（如领导的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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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果），或使用多来源的数据（如第三方评价的员工亲社会行为）（Podsakof等，2003），来检验

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另外，本研究在中国组织文化背景下开展，其结论的适用性可能存在一

定的局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员工对领导AI符号化的感知和解读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

强调上级指示性领导的东方文化中，领导者的示范性表达往往是工作环境中的重要线索，会对

员工的认知和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相反，在强调授权和自由意志的西方文化中，员工更可能根

据自己的判断和偏好来选择工作态度（Lee等，2018），对领导者传递的信息的关注度可能较弱，

从而减弱领导AI符号化带来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究不同社会或组织文化背

景下领导AI符号化的效应。

再者，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探究领导AI符号化对领导效能的影响，但未能充分

考虑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和结果。除了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加工外，领导的AI符号化也可能激

发员工的情感反应（Willroth等，2017）。例如，领导对AI技术的支持意味着该领导能够敏锐地察

觉新技术的潜力和价值，这可能会让员工对领导产生敬佩和尊重情绪，从而提升对领导效能的

评价。另外，本研究只考虑了员工对领导AI符号化传递的领导信息（即变化准备度）的加工过

程，而忽视了员工从中解读和加工其他信息的可能性（Van Kleef和Côté，2022）。例如，领导的

AI符号化可能让员工意识到AI技术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对AI技术的接受度。未来的

研究可以整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情绪社会信息理论，从不同视角探究AI符号化对员工的

影响。

最后，尽管本研究从工作结构特征的视角解释了员工与AI技术的任务互依性对领导AI符
号化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但忽视了员工对领导行为动机的归因以及双方共事时间的潜在影响。

一方面，员工对领导行为的动机归因会影响他们对领导变化准备度的感知（Sanders和Rafferty，
2021）。例如，若员工将领导的AI符号化视为塑造前瞻形象的印象管理手段，他们可能就难以

感知其背后的变化准备度，进而会削弱AI符号化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领导与员工的共事时

间也可能影响员工对领导信息传递的需求及处理深度。共事关系建立初期，员工获取领导信息

的渠道有限，因而关注领导的每一种“符号化”表现，并通过认知加工形成对领导及工作的态

度。随着共事时间的推移，员工对领导及工作场所的认知结构逐渐完善（Nienaber等，2023）。此
时，他们不再依赖于单一的领导信息来源，而是能够综合多方面的信息来构建自己的态度和行

为模式。未来研究可以将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或结合归因理论和社会渗透理论进一步探究

不同情境中领导AI符号化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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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with AI Fashion: AI Symbolization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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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for leaders to discuss and suppor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but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mployee interactions with AI
technology, neglecting the key role of leadership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AI
symbolization 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Findings from a scenario experiment and a multi-wave
survey indicate that AI symbolization in leadership promotes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by increasing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leaders’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this effect is further enhanced when
employees exhibit higher task interdependence with AI technology. This paper supplements relevant
literature on AI symbolization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leadership
styles in the era of new technologies.

Key words:  AI;  AI symbolization;  readiness to change;  task interdependenc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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